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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通過分析東漢、六朝時期三吴地域水利事業的三個實
例，本文指出：（一）東漢時錢塘縣防海大塘的修建，是由以華信

家族爲代表的當地豪族聯合策劃、組織、實施的。（二）南朝

宋時，爲解決吴興郡的水患問題，費時二十餘年，親自踏勘調

查，提出工程方案，極力呼籲政府組織實施的民間人士姚嶠，爲

吴興武康大族姚氏的成員。（三）南朝齊時，會稽郡民間本有完

善的水利設施維護系統，並自主運轉。但因官方的粗暴介入，該

系統遭到破壞，水利設施受到毁滅性打擊。本文認爲：東漢、六

朝時期，本應由政府使用公權力組織實施的水利事業，受到了私

家勢力相當程度的滲透，反映了該時期國家統合程度較低的事

實。

關鍵詞：三吴　 水利　 華信　 姚嶠　 塘丁　 大族

本文所言的“三吴”地域，指的是六朝時期吴、吴興、會稽三

郡。此說本自酈道元《水經注·漸江水》：“漢高帝十二年（前 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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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也，後分爲三，世號三吴，吴興、吴郡、會稽其一焉。”①這一地

理概念本來東晉以後纔開始出現，但爲了敍述的方便，本文將六朝

時期屬於三吴地域的東漢錢唐縣也列入了三吴範圍之內。

水利事業本是公共事務，當由政府使用公權力來組織、實施與

管理，但東漢、六朝時期的三吴地域，水利事業相當程度被私家介

入，也就是基層公權力相當程度被侵犯或者說被共享。

《水經注·漸江水》引南朝宋劉道真《錢唐記》曰：“防海大塘

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

致一斛土石者，即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

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②《水經

注》在引用這段文字之前云王莽時錢塘名“泉亭”（因此事而改名

“錢塘”），故知此事當在王莽之後的東漢。《錢唐記》作者南朝宋

劉道真不知爲何人，《宋書·劉懷肅傳》載宋高祖劉裕從母兄劉懷

肅有弟劉懷敬，其子劉真道，元嘉時爲錢唐令。③ 頗疑劉道真爲劉

真道之誤，④也即《錢唐記》作者應爲宋高祖劉裕堂侄劉真道，因爲

他既是南朝宋時期的人，又當過錢唐令。錢唐令寫《錢唐記》是很

順理成章的事。這段史料中，令人注目的是“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

塘”中的“家”字。《宋書·恩倖傳》云兩漢時代“郡縣掾史，並出豪

家”，⑤因此擔任郡議曹的華信，其家族在當地必定是一“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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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我們雖然確定了建防海大塘事應在東漢，但無法得知其具體

時間。《宋書·州郡志一》：“會稽太守，秦立，治吴。漢順帝永建

四年，分會稽爲吴郡，會稽移治山陰。”①如果此事發生在永建四年

（１２９）之前，則華信應爲會稽郡的議曹；如果在之後，則華信應爲吴
郡的議曹，因爲錢唐屬吴郡。華信家族應爲錢唐的豪族。建防海

大塘之事竟由“華信家議立”，可見此事與政府無關，而是由當地

豪族華信私家或云民間人士出面主持。雖然華信是郡政府的官

員，但這件事是他們家族議立的，性質顯然是非官方的、民間的。

《世說新語·雅量》南朝梁劉孝標注引《錢唐縣記》曰：“縣近海，爲

潮漂沒。縣諸豪姓，斂錢雇人，輦土爲塘，因以爲名也。”②這條史

料所言之事與《錢唐記》記載的是同一件事，可爲《錢唐記》之補

充。從內容上看，這條史料云“縣諸豪姓，斂錢雇人”，可見：第一，

當時策劃此事的並非只是華信一家，華信家應是“縣諸豪姓”之

一。可能是錢唐當地的幾家豪族聯手策劃了此事，而由華信家出

面，因爲華信有議曹的政府頭銜，也可能是華信家在其中發揮的作

用較大，或許二者兼有。《錢唐記》與《錢唐縣記》記載的側重點不

同，所以造成主持者一爲“華信家”，一爲“諸豪姓”，其實二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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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是一致的，都是私家、民間性質。第二，“斂錢雇人”，而非以

欺騙手段。這恐怕接近真相。因爲正如陳橋驛先生指出的，防海

大塘的修建，除了“致土石”即運送土石外，還有夯土等許多工作，

僅靠欺騙、不付錢，是不能最终成事的。① 諸豪族策劃、組織此事，

“斂錢雇人”，是正常、可靠的組織工作的一環。至於諸豪族爲何

有做此事的積極性，這應當是利益的驅動。因爲豪族們通常擁有

本地大量的土地，錢唐縣屢受海潮的侵襲，其中受害最大的還是豪

族。

酈道元的《水經注》引用《錢唐記》時“華信”後有“家”字，由

此我們知道了此事的民間性，但到了唐代，許多文獻在引用《錢唐

記》時卻脫漏了這個很重要的“家”字。如杜佑《通典》卷一八二

《州郡十二·吴郡》引《錢塘郡記》云：“昔郡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

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

集。塘未成，譎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去，塘以之遂成。”②又如《後漢

書·朱儁傳》章懷太子李賢注引《錢塘記》曰：“昔郡議曹華信議立

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

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③

我們從《通典》和李賢注所引《錢塘記》中已看不出此事的民間性，

以爲是官府所爲。到了宋代，《資治通鑑》卷一〇八“晉孝武帝太

元二十年”胡三省注引《錢唐記》曰：“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

海水。始開募，能致土一斛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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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

塘。”①依然漏掉華信後的“家”字。但《太平御覽》卷八三六《資產

部·錢下》引《錢塘記》曰：“防海大塘，郡議曹華信象家富，乃議立

此塘，以防海水。信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即與錢一斗。旬日之

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誦土不復取。於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

以之成。”②這裏“與錢一斗”之“斗”字，當爲“千”字形近而訛。段

熙仲先生指出，“華信象家富”之“象”或爲“豪”之訛，豪、家倒互，

“疑當作‘華信家豪富，議立此塘’”。③ 考慮到《世說新語》劉孝標

注所引《錢唐縣記》的“縣諸豪姓”，段氏的意見不爲無據。另《太

平寰宇記》卷九三《江南東道五·杭州》“錢塘縣”處雖未直接引

《錢唐記》原文，但述其大意曰：“鄉人華信將私錢召有能致土石一

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譎不復取，皆棄土石

而去，故作成此堤以捍海潮。”④上二條史料中的“華信家豪富”、

“華信將私錢”都顯示出這一水利事業的民間性質。筆者懷疑《資

治通鑑》胡三省注和《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根據的《錢唐

記》的本子不同，前者所據的本子脫漏了華信後的“家”字，而後二

者則根據的是未脫漏“家”字的本子。

綜上所述，東漢時期錢塘縣建造防海大塘這一重要的水利事

業，是由當地豪族聯合組織實施的，純屬民間自發行爲，不具有官

方色彩。由此可見，三吴地域的水利事業在東漢時期就已有私家

介入。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４４５），始興王、揚州刺史劉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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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曰：

所統吴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

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

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

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

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吴、晉

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

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

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

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

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

孫與吴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

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算考，如所較量，決謂可立。

尋四郡同患，非獨吴興，若此浛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

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

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

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

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①

吴興郡多水災，這是由於其自西南向東北傾斜的地形及特殊

的氣象條件（西南部天目山區爲暴雨中心）造成的。六朝時期，始

興王劉濬元嘉二十二年上書之前，正史中明確記載吴興水災（模糊

的如“揚州大水”記載不計）有：東晉元帝永昌二年（３２３）五月“荆
州及丹楊、宣城、吴興、壽春大水”。② 東晉成帝咸和四年（３２９）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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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丹楊、宣城、吴興、會稽大水”。① 東晉廢帝太和六年（３７１）六月
“丹楊、晉陵、吴郡、吴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

饉”。② 南朝宋元嘉七年（４３０）“是歲，……吴興、晉陵、義興大水，

遣使巡行振恤”。③ 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吴興、義興大

水，京邑乘船”。④ 特别是後兩次，五年之內兩次大水，給政府震動

很大，前揚州刺史劉義康已打算處理此事，派州主簿盛曇泰隨姚嶠

前去勘察，因二人“互生疑難，議遂寢息”。⑤

“州民姚嶠”爲何許人也？史書中並無其他記載。中村圭爾

先生因姚嶠所談爲吴興郡事，判斷他爲吴興郡人，推測他出身吴興

武康的大族姚氏。⑥ 筆者贊同中村先生的這一看法，並想進一步

證成其說。從“州民姚嶠”這一稱呼來看，姚嶠是民而不是官，他

不具備官方身份，但他又不是普通的民。因爲第一，他能與最高地

方長官揚州刺史（包括前任的劉義康與現任的劉濬）直接對上話，

並且他的提案能受到他們的重視。劉義康派腹心主簿盛曇泰隨其

踏勘，⑦而劉濬則更派吴興太守孔山士等與其共同勘察，這決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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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興又不遠，資訊傳遞不難，吴興若有水災，當一并記之。

《宋書》卷九九《二凶傳》，頁 ２４３５。
中村圭爾《六朝時代の水利と在地社会の関係についての一事例》，森田明編《中

国水利の歴史的研究》，平成 ５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総合研究（Ａ）研究成果報告
書，平成 ６ 年（１９９４），頁 １８—２０。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三章《州府僚佐》指

出：“主簿掌刺史之節杖文書，傳令檢校，爲其喉舌耳目。故職殊親近，爲心腹之

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２００７ 年，頁 １６５。



般的民所能做到的。第二，姚嶠似乎毋須考慮他的生計。二十多

年間，他“自去踐行量度”即親自考察、測量，一直專注於此事。他

應當是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來支撑做這件事的。第三，姚嶠當受過

良好的教育，具有較高的文化及地理、水利、工程等方面專業知識。

否則，他根本提不出這麽一個方案，也不可能“踐行量度”、“准望

地勢，格評高下”、“圖畫形便，詳加算考”。他在給始興王劉濬的

上書中，宏觀地考慮了太湖周邊四郡的情況，點出了問題所在，可

見他具有相當的知識背景。姚嶠既爲民，又非普通的民，而且他的

方案是從武康紵溪開漕通谷湖，可見他對武康的地理非常熟悉。

因此，他出身武康大族姚氏的可能性很大。正因爲他出身武康姚

氏，所以纔會受到揚州刺史的禮遇，纔會有較强的經濟實力，纔會

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姚氏家族所居住的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從地理上講，是

天目山脈與太湖南部平原的接合部。其地勢西高東低，呈三級階

梯狀。西部爲西天目山餘脈形成的莫干山區，平均海拔約 ３００—
５００ 米；中部爲丘陵區，平均海拔約爲 ２００ 米；東部爲平原區，屬太
湖南部平原的一部分，海拔多在 ５ 米以下。① 三級階梯之間特别是
中部丘陵與東部平原之間落差較大，約 ２００ 米，天目山區又是暴雨
中心之一，因此一旦到了降水季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年均降水量

１ ３６３． ５ 毫米），②自西向東，水流迅急，而東部平原地勢低平，水流
緩慢，很容易排水不暢，造成水災。③ 武康本地大族擁有的土地應

當是在東部平原上，東部平原頻繁遭受水災，大族們深受其害，當

然是想解決這個問題。這個時候，他們之中的姚嶠提出了由武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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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分縣簡志·德清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頁 ８４７—８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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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紵溪往東開鑿一條管道溝通谷湖進行排水的方案（參見附圖）。

姚嶠的大族身份反映了該地區私家或民間勢力對公共事務的

水利事業的介入。姚嶠從二十多年親自踏勘、測量，與前後幾任地

方長官溝通，陪同考察等，到具體提案，呈上，介入很深。由於擬開

大瀆排澇的方案超出了武康縣一地的範圍，甚至超出了吴興郡，涉

及了吴郡（谷湖位於吴郡），所以武康的豪族們不得不請出州一級

的官府來進行協調。如果此事在武康本地即可解決，很可能他們

不經過官府，自己就解決了，一如東漢時期錢唐縣防海大塘的建

造。

此事的結果是“功竟不立”。① 由於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梁武

帝時，“吴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

二年（５３０）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吴郡、吴興、義興三郡
民丁就役”。② 後因昭明太子的反對而作罷。這條材料中的上言

者史書並未明言，但我推測恐怕還是和姚嶠一樣的吴興郡本地的

大族。這次的工程牽涉吴郡、吴興、義興三郡的民丁，所以必須政

府出面。這件事提供了水利事業中官、私合作的一個例子。

南朝齊武帝永明初，王敬則爲會稽太守。“會土邊帶湖海，民

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

宜，上許之”。③ 此舉遭到竟陵王蕭子良的反對，上書曰：

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

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毁壞，則年一修

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

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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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卷九九《二凶傳》，頁 ２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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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劇。①

蕭子良曾爲會稽太守，他說的話當然可信。從他的上書中，我們知

道會稽地區由於帶海傍湖，居民無論士庶，都須服一種塘役，即出

力維護塘堤等水利設施。這種塘役可以折錢，即所謂“均夫訂直

（值）”，但“塘丁所上，本不入官”，“民自爲用”，即折的錢並不向官

府交納，而是留在民間使用。也就是說塘役與政府無關，是民間自

行組織、運轉的，這似乎是一種民間水利自治體制。它“均夫訂

直”，按夫決定折錢的標準，將交上來的錢用於疏浚陂湖，維護橋路

暢通等。② 它無需政府來指導、協調，完全自行運轉，形成一套有

效的機制，“若甲分毁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

役”。但新任會稽太守王敬則爲了討好皇帝，對這一民間水利自治

體制進行了粗暴的干涉，他將“塘丁所上”，都收繳國庫，等於給當

地額外增加了一個塘丁稅，結果破壞了民間存在的自行維護水利

施設的良性機制，帶來了蕭子良警告的“塘路崩蕪，湖源泄散”的

惡果。十幾年後，至齊東昏侯時，塘丁稅的徵收範圍擴大，“下揚、

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本

來應該用於維修水利設施的費用卻被用來“供太樂主衣雜費”，結

果自然可想而知，“由是所在塘瀆，多有隳廢”。③ 本來應該是公權

力發揮積極作用的地方，結果公權力反而起了破壞作用。

當然，民間這套水利自治體制背後的組織者、維護者應當是當

地的大姓豪族，也只有他們有這個組織、管理能力。

以上我們討論了錢唐、武康及會稽的三個例子。由這三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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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齊書》卷二六《王敬則傳》，頁 ４８２—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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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頁 １０４。



子我們得知，東漢、六朝時期三吴地域的水利事業，民間勢力介入

的程度相當深。其中既有完全由地方豪族主持的，如錢唐縣防海

大塘的修建。也有地方大族策劃、準備，提出方案，主動邀請政府

介入協調、組織實施的，如武康縣開鑿泄水道之事。也有本來事情

與政府無關，民間自身運轉正常，而政府粗暴、無理地介入，破壞了

民間水利自治的已有秩序，造成很壞結果的情況，如會稽郡塘丁稅

的例子。

水利事業作爲公共事務，本應屬於公權力管轄範圍。私家勢

力的深度介入，反映了這一時期這一地域國家權力並沒有貫徹到

基層，以及國家權力尚不能很好地與基層利益相協調的情況。這

實質上說明這一時期國家的統合程度還比較低，政府對基層的控

制力還比較弱的態勢。

（本文作者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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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繆啓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頁 ６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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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ｏｖ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ｎ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 ｏｆ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ｓｔ Ｓｋｉｌｌｓ，Ｔａｃ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 Ｙｕ（ｐ． ２５７）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ｃｋ ｃａｖａｌｒｙｍｅｎ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 Ｄ．，ｈａｌｂｅｒｄ，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ｉｅｒｃｉｎｇ ｗｅａｐｏｎ ｏｆ Ｈ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ａｒｍｙ，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ｂｙ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ｃｅ，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ｊｏｕｓｔ ｓｋｉｌｌｓ，ｔａ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ｃｅｒ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ｍｏｕｎｔｅｄ 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ｃ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ａ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ｗ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ｉｎｇｓ，ｈａ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ｈｏｒｓｅ ｌ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ｖａｌｒｙ ｆｒｏｍ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ｒｒｉｏｒ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ｒｍ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ｍｙ，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ｔｃ．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ｕｒ Ｃｏｌｌａｔ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ｏｓｈｉＺｈｕｓｈｕ

Ｌｖ Ｙｏｕｒｅｎ（ｐ． ２８９）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ｆｏｕｒ ｃｏｌｌ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ｏｓｈｉＺｈｕｓｈｕ（《毛詩注疏》）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ｅｉｄａ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ｃ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Ｇｏｎｇ Ｋａｎｇｙｕｎ，Ｌｉ
Ｃｈｕａｎｓｈｕ ａｎｄ Ｈｕ Ｊｉａｎｋｕｉ；Ｔａｉｗａ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ｙ Ｚｈｏｕ Ｈｅ；Ｒｕｚａｎｇ

·４９３· 中華文史論叢（２０１４． ４，總第一一六期）


